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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还是保障：社保负担影响主观福利的传导机制——基于结构方程

模型的实证研究 

 黄毅1 

广东培正学院 广东 广州 510830 

摘要：社会保障既为就业者带来长远的预期保障，也对其短期生活水平造成挤压。本文

引入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的新概念，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其对就业者生活满意

度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具有双重性：由于对短期生活水平的挤压，家庭收入关

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不利于生活满意度的实现；另一方面，由于社保的保障性，工作满意度

和抑郁心理在关系中存在链式多重中介效应。这为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识别并利用

好这种双重影响，特别是对于负担重、保障收益低的灵活就业群体。研究建议，应推动社保

减负降费，扩大参保基数、减少断缴，做好社保资金开源节流和全国统筹，加强就业质量保

障和心理健康建设。 

关键词：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工作满意度；抑郁心理；生活满意度 

 

一、问题提出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20 年我国就业人口超过 7.5 亿人，

占总人口数 53%以上
2
，毫无疑问，就业人群的心理健康和幸福即是大多数人民的共同福祉。

在全球经济萎缩，我国老龄化不断深入和经济增速下行的背景下，就业人群的工作、发展压

力也在不断增大，对其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形成挑战。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调查对象中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抑郁高风险检出率

分别达到 14%和 16.5%，不同地区、学历的人口中均有 12.4%—20.6%的抑郁高风险检出率，

18-45岁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 45岁以上年龄段，抑郁水平随年龄增加而降低
3
。这意味

着大部分适龄劳动人口及其大部分职业生涯都面临着比其他人更高的心理健康风险。 

作为就业者的权益保障，社会保障属于广义工资的一部分，却对于就业者可支配收入存

在挤出效应。在高缴费负担下，就业者的可支配收入水平降低，与此同时，企业也可能将部

分缴费压力转嫁给就业者。社会保障国际比较显示，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长期相对较重。

根据发改委数据，中国企业职工五项社会保险总费率曾为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 39.25%，在

列入统计的 173 个国家地区中列第 13 位，接近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福利国家 40%的

缴费门槛，分别比美国、日本和韩国社保缴费率高出 23.2、14.01和 24.12个百分点，约为

菲律宾的 3.04 倍，泰国的 3.84倍和墨西哥的 4.76 倍（关博，2016）。同时，中国企业社

保缴费负担在全球范围内也较高，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国社会保

险费占商业利润比重高达 46.2%，在 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二
4
。 

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个人社保负担对就业者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

以期为就业者社会保障政策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二、研究回顾 

有关社会保障主观福利效果的研究，学者们的侧重点和结论存在差异。多数学者认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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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障会显著促进享有者的主观福利。Ralston 等（2019）认为养老金收入对弱势老年人主

观福利有正向影响。王震和刘天琦（2021）认为，新农保政策明显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状

况和生活满意度有积极作用。在对心理健康与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方面，李超和郗希（2017）

的研究结果显示，尽管侧重的种类不同，无论是新生代还是老一代农民工都非常重视社会保

障状况，社会保障状况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关晶等（2020）认为，社会保障参保

行为和深度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和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工作满意度。许多学者发现，社会保障

还能够显著降低抑郁程度（李亚青，王子龙，向彦霖，2022；何泱泱，周钦，2016）。 

但也有学者发现，社会保障对于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甚至存在负面影响。通过

对 CGSS两期调查数据进行对比实证分析，褚雷和邢占军（2020）发现，2012年基本医疗保

险能够提高居民幸福感，而 2017 年对城镇居民则没有这种影响。岳经纶和尤泽锋（2018）

发现，养老保险待遇对中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不存在显著影响，中低收入阶层更关注缴费对

生活工资水平造成的挤压影响，养老保险缴费对其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李越和崔红志（2014）

发现，新农保制度对提升老年人主观福利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作用并不明显。 

现有研究更多从参保状况和领取收益的角度出发，鲜以参与过程中的缴费负担为研究对

象，此外，也较少将“五险一金”作为整体考虑（褚雷，邢占军，2020）。这说明，现有研

究常忽视社会保障影响的双重性：既具备保障功能，又对短期收入存在挤压。因此，本研究

将从个人缴费负担的角度出发，解构社会保障的双重影响，探究其对就业者生活满意度的影

响机制，进而探讨当前应如何“扬长避短”，更好地增进就业者福利。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样本构成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 年微观入户调查数据中的家庭问卷

和成人问卷。根据研究需要，将分析对象限定为接受调查时有主要工作，从事各种工作形式

的就业者（包括自家农业生产经营、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其他自雇、农业打工、受雇、非

农散工）。剔除缺失值、匹配家庭问卷和成人问卷，最终得到 10395个样本。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生活满意度。根据 CFPS2018调查量表说明书，采用“生活满意度”和“未来信心程度”

两个题项来衡量生活满意度，标度类型为 5分制李克特量表。 

2.解释变量 

（1）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我国社会保障本质上是储蓄型社会保险和年金

的结合，虽然具备储蓄收益和风险保障作用，但享受保障的前提是定期投入缴费，因而也会

挤出劳动者的短期收入，这种双重影响是值得关注的，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社会保障计划的

主观福利影响。 

本研究认为，简单的缴费额并不是反映就业者这种社会保障“负担”的最佳指标，综合

考虑缴费额与就业者经济水平更能够反映缴费给个体带来的真实负担。同时，部分工作（如

主营业务存在季节性特征的工作、个体经营户、企业雇主等）的工资收入在一年内并不稳定，

且可能被归为家庭收入。基于上述原因，本研究采用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月缴费额与就业

者家庭年收入的比率代表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反映社会保障缴费给就业者带来

的经济压力。具体计算方式为：社会保险月缴费收入/家庭年收入；住房公积金月缴费收入

/家庭年收入，标度类型为定比连续型变量。 

（2）工作满意度（中介变量）。采用工作满意度量表中的 4个指标：工作收入满意度、

工作安全满意度、工作环境满意度、工作时间满意度来衡量就业者对于工作的主观评价，标

度类型为 5分制李克特量表。 

（3）抑郁心理（中介变量）。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中的 6个指标测量抑郁

情况，标度类型为 4分制李克特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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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样本构成 

本研究共包含 10395 个样本。20 岁以下、21-40 岁、41-60 岁和 61 岁以上的调查对象

分别占比 0.9%、30.8 %、47.6 %和 20.7 %；工作类型主要为自家农业生产经营和受雇，分别

占比 43.8%和 42.0%，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其他自雇、农业打工、非农散工分别占比 11.2

 %、0.7 %和 2.3 %；家庭收入情况按四分位分组从低到高分别占比 24.4 %、26.1 %、25.1 %、

24.4 %，均匀覆盖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的就业者。 

四、研究假设、模型与实证分析 

（一）研究假设 

（1）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与生活满意度 

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体现就业者为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所承受的经济压力，已

有研究表明，缴费挤占可支配收入进而影响消费能力，这种成本性支出直接降低主观福利感

知（岳经纶、尤泽锋，2018）。基于此，本文提出：H1：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对

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负向直接影响。 

（2）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社保负担率对就业者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压缩当下可支配收入的经济成本，也是象征工

作正规性与未来安全的制度保障。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对于受雇群体而言，用人单位分担社

保成本的行为传递组织支持信号，可增强雇员的职业保障感与制度认同（郑刚、赵月，2021）。

鉴于样本中受雇群体占比显著，这种共担机制很可能提升其工作满意度。而工作满意度通过

工作-家庭资源溢出效应（Sirgy et al., 2019），最终提升生活满意度。因此，工作满意

度可能在二者间起中介作用。具体提出以下假设：据此构建路径：H2a：家庭收入关联型个

人社保负担率对工作满意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H2b：工作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正

向影响。H2：工作满意度在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与生活满意度间起中介作用。 

（3）抑郁心理的中介作用 

抑郁心理表征就业者的心理健康风险。社会保障通过提供制度化“安全网”，降低未来

不确定性引发的生存焦虑（刘传利等，2022）。心理健康作为情感体验的基础要素，直接制

约生活满意度水平（Butts et al., 2015）。由此形成传导机制：H3a：家庭收入关联型个

人社保负担率对抑郁心理存在显著负向影响。H3b：抑郁心理对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负向影

响。 

H3：抑郁心理在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与生活满意度间起中介作用。 

（4）工作满意度与抑郁心理的链式关系 

工作满意度体现个体与职业环境的适应程度。毛畅果、郭磊（2021）的实证研究表明，

职业适应良好的劳动者抑郁风险显著降低。当工作满意度提升时，就业者更易获得心理安全

感，形成“职业适应-心理健康”的增益循环。故提出：H4a：工作满意度对抑郁心理存在显

著负向影响。H4：工作满意度与抑郁心理构成链式中介路径。 

（二）研究模型 

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通过并行机制影响生活满意度：除直接路径（H1）外，

既可通过工作满意度（H2）与抑郁心理（H3）独立传导，亦可通过“工作满意度→抑郁心理”

链式路径（H4）协同作用。各路径共同构成完整作用机制（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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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理论模型图 

（三）量表质量分析 

为了保证量表的可靠性，研究使用 Cronbach’s α系数进行信度检验，结果达到了量

表信度系数的基本要求。在对量表正式进行效度分析之前，以 KMO值和 Bartlett球形检验

的显著性为基准，结果显示，量表 KMO 值为 0.803，显著性水平小于 0.001，说明适合做因

子分析。随后对问卷题项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测试项的因子载荷值均大于 0.5。 

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如下：2/df=2.78，RMSEA=0.049，CFI=0.957，NFI=0.944，表明

该模型结构效度良好，拟合较为理想。对各量表进行了区分效度的检验，通过分析和计算得

到各量表之间的相关性，如表 4-2所示。 

表 4-1 区分效度 
 工作满意度 抑郁心理 生活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 0.684    

抑郁心理 -0.148** 0.606  

生活满意度 0.348** -0.311** 0.709 

注：对角线为 AVE评价方差变异抽取量平方根值。 

由表 4-2可知，概念之间均具有显著的相关性（p<0.05）。另外，彼此之间又具有一定

的区分度，即说明三组问卷的区分效度理想。 

（四）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工作满意度和抑郁心理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拟合优度检验显示，

2/df = 5.70，NFI=0.988，CFI=0.990，TLI=0.987，RMSEA=0.036，说明模型拟合较好。主

要变量分析表明，加入中介变量后模型的直接路径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 

 
图 4-2 工作满意度和抑郁心理的链式中介效应的标准化系数结果 

使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程序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重复取样 2000

次，所得中介效应与效应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假设均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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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中介效应与效应量（标准化系数） 

（五）异质性分析 

分析不同人群的影响机制差异有利于整体把握和丰富本研究。根据样本的特征进行分组

估计，发现部分分组的估计结果与全样本路径系数和部分研究假设存在一定差异，如下所示。 

1.年龄 45岁及以下的样本 

针对年龄在 45岁及以下的青壮年就业者样本（模型拟合指标良好：2/df = 2.818, NFI 

= 0.985, CFI = 0.990, RMSEA = 0.020），其路径分析结果与全样本相比呈现出若干差异。 

首先，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负向效应在该群体中显著更

强，且未能显著缓解抑郁心理。这一现象可能与青壮年群体更关注社保缴费对其当前可支配

收入的即时挤压效应有关，因其较少或尚未充分享受到社保待遇的未来收益；同时，这也与

前文观察到的该年龄段人群心理健康问题相对突出的状况相呼应。其次，社保负担率对工作

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在青壮年组中更为显著。这或许源于该群体正处于职业发展的关键阶段，

对工作的正式性与保障性更为重视。较高的社保负担率在此情境下，可能被感知为更深层次

的社会保障参与和工作正规性的标志，从而提升了工作满意度。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社保

负担率对生活满意度的总效应在此组中并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直接效应（负向）与间接效

应（通过提升工作满意度的正向）方向相反且强度相近，表明模型中存在明显的竞争性中介

（或称遮掩效应）。 

2.受雇于他人/他家/组织/单位/公司的样本 

对受雇于组织或单位的就业者样本分析显示（模型拟合可接受：2/df = 3.815, 

NFI=0.982, CFI=0.987, RMSEA=0.025），其作用机制与全样本存在关键差异：社保负担率

对抑郁心理和生活满意度的直接影响均不显著，其影响完全通过工作满意度的中介路径间接

作用于生活满意度，且总效应显著为正。 

这一差异可能源于两方面原因。首先，受雇群体面临复杂的多重职场压力，其抑郁心理

受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王睿等，2021），社保负担率本身兼具积极与消极内涵，故难以成为

抑郁的直接决定因素。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受雇就业者的社保缴费主要由雇主承担（依据

现行法规，雇主缴费比例通常更高），相比灵活就业，个人实际负担明显减轻。同时，参与

社保计划意味着获得来自雇主的长期储蓄性保障，提升了受保障感知。这种更强的获得感和

保障感，可能有效抵消了社保缴费对短期可支配收入的潜在负面影响。既有研究也支持社会

保障状况对受雇者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影响（李超、郗希，2017）。因此，对该群体而言，社

保负担率并不直接损害生活满意度，而是通过显著提升工作满意度，进而间接产生积极影响。 

六、研究启示 

(一) 推进社保减负降费，优化制度效能 

当前较高的社保费率对个体（特别是青年灵活就业者）和用人单位（尤其是中小微企业）

构成显著负担，抑制了可支配收入与消费能力，部分企业甚至通过违规操作转嫁成本，损害

劳动者权益。降低社保费率是优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路径。此举一方面能直接缓解个体与

家庭压力，释放购买力，扩大参保基数，并促进多层次保障体系中第三支柱的发展；另一方

面可有效减轻企业负担，有助于稳定就业形势。因此，持续推进社保减负降费政策具有现实

必要性。 

效应类型 路径 效应量 
95% 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直接效应 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生活满意度 -0.063 -0.085 -0.039 

中介效应 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

度 
0.012 0.004 0.022 

中介效应 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抑郁心理→生活满意度 0.012 0.004 0.019 

中介效应 家庭收入关联型个人社保负担率→工作满意度→抑郁心理

→生活满意度 
0.002 0.001 0.003 

总效应 -0.037 -0.060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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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强化基金可持续性与制度公平性 

在实施减负降费的同时，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深带来的社保基金压力挑战。可行的

配套措施包括：探索将部分国有资产（如国有企业利润）划转社保基金，用以弥补潜在缺口

并体现社会反哺的公平性；加速推进社会保障全国统筹进程，缩小区域间在缴费标准与待遇

水平上的差距，提升制度的整体公平性与参保者的获得感，从而缓解社保负担对生活满意度

的潜在负面影响。 

(三) 着力提升就业质量与工作认同感 

研究表明，工作满意度作为就业者主观福利的核心维度，显著影响其心理健康与生活满

意度，并在社保负担的影响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提升就业质量是增强工作认同感的

关键。这要求：完善灵活就业的工时管理制度，设定符合行业特点的标准，改革不合理的计

件工资制，保障劳动者休息权；健全工资制度，强化集体协商与支付保障，并运用财税等再

分配手段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同时扩大基本就业服务的覆盖范围；针对灵活就业者、农民工

等重点群体，应着力扩大社保覆盖面，并提供更有效的税收优惠、创业贷款等政策支持。 

(四) 构建职场心理健康支持体系 

职场心理健康问题频发但易被忽视，对就业者福祉构成潜在威胁。为缓解社保负担等压

力源对生活满意度的不利影响，亟需加强心理健康建设：构建由政府主导、社会机构与用人

单位联动的心理健康帮扶机制，引入专业力量提供定期咨询与风险筛查服务；同时，有必要

探索将心理咨询服务纳入医疗保障范畴，鼓励医疗机构提供面向就业群体的压力疏导服务，

以降低心理健康风险、提升问题可及性并减轻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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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ure or Safeguard: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Social 

Security Burden on Subjective Well-Being——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Huang yi 

Guangdong Peizheng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830 

Abstract: Social security provides workers with both long-term anticipated 

protections and short-term compression of living standards.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novel concept of household income-linked individual social security burden rate and 

utiliz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analyze its impact mechanism on workers' life 

satisfaction. The findings reveal dual effects: 1) The burden rate adversely affects life 

satisfaction by compressing short-term living standards, and 2) Conversely, through 

security benefits, it positively influences life satisfaction via a chained multiple 

mediation effect involving job satisfaction and reduced depressive symptoms. These 

insights offer new perspectives for research and policy: Recognizing and leveraging 

this duality is particularly crucial for precarious workers facing high burdens with low 

security retur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reducing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rates and 

expanding the contribution base, minimizing contribution discontinuities, optimizing 

social fund management through revenue expansion and expenditure control, 

implementing nationwide benefit pooling, enhancing job quality assurance and mental 

health infrastructure. 

Keywords: Household Income-linked Individual Social Security Burden Rates; 

Job satisfaction; Depressive psychology; Life satisfaction

 


